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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减少了贫困

Arvind Panagariya

在低收入国家（多数位于南亚和非洲），如果没有

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要显著减少贫困，其希望将

会非常渺茫。经济快速增长为许多人提供了有利的就业

机会，同时也使得可用于资助反贫困计划的税收收入迅

速增加。批评者声称，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而言只是涓

滴效应—这一观点忽视了如果没有增长，低收入国家

将缺少持续实现重新分配的财政资源这一现实。

自从1950年印度启动国家发展计划以来，该国领导

人就一直将减少贫困作为重中之重。然而，几十年来，

由于国家贫困和增长非常缓慢，印度的反贫困计划缺乏

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样的低收入和缓慢增长，使印度的

贫困人口既无法从增长中直接受益（如增加的就业机

会），也无法从增长中间接获益（如得到充足资金支持

的反贫困计划）。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

地区由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便将其经济推进了快速增

长的轨道，从而使其全部人口迅速脱离了贫困。最近，

中国也朝着相同方向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在印度，经过了30年缓慢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一些加

速发展之后，反贫困计划终于开始取得初步进展。但是

直到又经历二三十年大约6%的年均增长之后，该国才有

能力开展农村家庭就业担保计划、有效的教育权利以及

食品安全计划等大规模的社会计划。而如果这些计划由

于设计不当对增长产生可能的负面后果当然就应另当别

论了。

虽然增长对形成用来资助大规模反贫困计划所需的

资源十分关键，但是它对减少贫困的直接贡献也不应被

低估。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最近的中

国大陆和越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增长使大量农村

劳动力有机会投身于待遇良好的制造业工作。例如，在

1965年，9.4%的韩国劳动力受雇于工业部门，在1980年

这一比例是21.6%，而同一时期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

例从58.6%下降到34%。这一时期平均实际工资以每年超

过10%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政策阻碍了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增长时，贫困人口得到的帮助就很少。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印度通过设置约10万美元（后来修改为25万

美元）的投资上限来限制企业对几乎所有劳动密集型产

品（如服装、鞋类、玩具和小型日用品）的生产。这导

致了大量效率极低的微型企业的产生，而这些企业在开拓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广阔国际市场上的能力非常有限。印度

玩具从未进入世界市场，而且现在它在美国服装市场上的

份额和比它规模小得多的孟加拉国的份额大致相同。虽然

这种做法事实上已被废除，但正规部门严格的劳动法规仍

然阻止大规模制造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增长

是由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密集型部门主导的，这些部门包括

汽车、汽车零部件、石油炼制、钢铁、信息技术和制药。

这样的结果就是印度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非常缓

慢，因此，印度未能充分利用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潜在直接

影响。这自然就为反贫困计划设置了更大的障碍。令人遗

憾的是，这些计划要求贫困人口留在现有岗位上来接受资

助，其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这样的低生产率部门向其他部

门的转移。

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

当面对这样的事实证据，即没有国家能在缺乏增长

巴西布兰基尼亚，人们在卫星天线接受器上晾晒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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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显著减少贫困时，批评者总是将辩论话题转移

到不平等上面。他们声称，即使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

增长也应该适度以免加剧不平等。当涉及不平等时，

要驳倒这些批评者难度就更大了，因为有许多种方法

可以衡量不平等，而采用这些方法所衡量的结果不一

定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基尼系数（范围是从表示收入

完全平等的0到完全不平等的1）来考察增长和国民收入

总体分配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重点考察收入

最高的5%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5%人口的平均

收入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形可能是（在合理条件下出现

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很大）：即使用前一种方法衡量的结

果显示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后一种方法的结果却刚好

相反。

不平等也可以通过城乡人均收入差别来衡量。我们

还可以关注地区不平等，衡量指标是各州人均收入的差

别。此外，还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以及正式部

门和非正式部门工人之间工资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

举不胜举。

随着经济增长，部分衡量指标显示不平等状况将会

恶化，其依据是很充分的。例如，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

济体中，最富裕的5%人口的收入和最贫穷的5%人口的

收入之比几乎必然增大。为实现持续快速增长，那些为

数不多的企业家们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来创造大量财富。

而最终，这些企业家也必然会拥有这些财富中的很大比

例。毕竟，预见未来能持有自己所创造财富的重大份额

是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首要因素。类似地，在增长初

期，快速增长经常集中在少数城市区域，这可能会加剧

城乡以及地区不平等。

相对财富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快速增长是否会增加

不平等程度，而是公民觉得难以忍受的那些不平等的程

度是否在提高，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导致一部分人口陷入赤贫的不平等应该遭受谴责，而对

此进行的斗争必须优先进行。只要赤贫人口存在，在

与最难以忍受的那些不平等的斗争中最大的收获就可能

从减少贫困中实现。例如，由于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

区，通过反贫困计划以及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迁移

来提高农村地区收入将自动减少城乡不平等。贫困人口

通常集中在特定区域，所以将反贫困计划集中在这些地

区将降低区域不平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最普遍关注的衡量

不平等的指标—针对整个国家或特定地区计算的基尼

系数—可能与公民个人对他或她自身福利的感知的相

关度是最差的。如果你询问一位村民他是否了解过去十

年他所在的州或国家的基尼系数的变动方向，或者问他

过去十年全国或全省基尼系数增加10%是否使他感到不

安，你可以确定，他听不懂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正如

我在最近访问我的祖先世代居住的村庄时了解到的，村

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他所在村庄的收入没有附近城里

人的收入增长得快。当论及不平等时，个体对自己作出

评估时参照的环境都是离自己最近的，通常限于邻居、

朋友、同事以及附近的城市。

还有最后两点需要说明：

·首先，不平等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体中肯定更易

于被容忍。当自动扶梯上所有人都在向上移动时，其中

一些人沿电梯向上走或跑的行为比起自动扶梯停止不动

时他们这样做给人们带来的烦恼要少，因为在后种情形

下，一些人到达顶部是毫无希望的。

·其次，如果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发生在开放

和竞争性的环境中，不平等可以产生激励效应。在1997

年，当比尔·盖茨—他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成为亿万富

翁—首次访问印度时，他使印度青年敬畏不已。但在

时隔十年之后的2007年，当《福布斯》杂志报道了多达

54位印度亿万富翁时，很多年轻人对他们自己说：他们

与我没什么不同—如果他们做得到，我也做得到！

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跨国企业Wipro公司的董事

长，Azim Premji同时也是一位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

的亿万富翁，但他本人却过着坐经济舱、开丰田车的简

朴生活。他在2007年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这样说

道：“对于我因财富所引起的关注，我原以为我会成为

众人怨憎的对象，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这恰恰激发

了许多人心中更大的雄心壮志。”

同样的激励效应也在集体层面上发挥作用。当韩

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迅速发展时，印度的政治家会

说：“我们做不到他们做的事；他们是中国人而我们是

印度人！”当印度的哈里亚纳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

吉拉特邦这些地区增长同样迅速时，比哈尔邦和奥里萨

邦再也无法使用同样的借口了。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反

思他们所在邦的政策。

大约在不到五年前，印度的新闻媒体充斥着对由于

地区不平等加剧而可能随时引发革命的警示。现在，同

样的媒体所报道的是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的最高长官

如何扭转这些邦的局面，并实现8%—9%的增长率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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